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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

———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李 宪 堂

摘　要:在孔子那里,天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道德个体提出的必

然性要求,是需要通过艰苦的道德努力去显明和认证的东西: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最终在

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人通过德行的累积去接近和显明天命,在为天命所照亮的族类的永恒里获

得不朽.天命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天命的寻证过

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

素,它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为人类礼仪性整体存在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

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它昭示的是新生的知识分

子群体对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天命观

将孔子在不同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从而有了立体展开的潜

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

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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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子很少谈论天命① ,天命观却是其思想体系中枢纽性的概念之一,它是孔子理论大厦的中

柱,撑起了孔子关于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所有思考,不仅决定着孔子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与个性特

征,而且决定着对其思想史地位的根本性评价.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它的重要性一直没有

给予应有的重视.
总的来说,目前对孔子天命观存在四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又分“唯物的”和“唯心的”两种

立场.前者将孔子的天理解为自然之天,认为“天命”只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② ,是与老子

的“天道”类似的“自然发展规律”③ ,这反映了２０世纪唯物史观对孔子思想施与的“褒性理解”,现在

看来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后者强调的是孔子思想的宗教性,如冯友兰认为,孔子所讲的天“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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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子罕»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公冶长»有“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第一句

有不同解释,因«论语»中不止一次提到“命”与“仁”,故有学者释“与”为“赞同”,以为孔子所罕言者,唯利而已(参见傅允生:«“子罕言

利与命与仁”辨析»,«孔子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刘乃季:«对‹论语›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解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
期),实乃强作解人.“仁”字在«论语»中出现１０９次,似乎不能算少,但与夫子平生日常言论相比,不过九牛一毛而已,何况多由门人

弟子问学引起.所谓“罕言”者,不得已时乃言之,而非以之为标签、旗号、口头禅也.夫子本人不以仁者自许,亦不轻许于人,这在

«论语»中有明文可证.“利”乃卑俗之事,“命”与“仁”则崇高神圣之物,故夫子皆罕言———夫子之教,下学上达、即凡而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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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当时的传统的宗教所说的天、帝或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者”,因而“天命就是上帝的命

令”①;任继愈也认为孔子哲学思想中的天有人格,有意志,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②.此类看法

显然是直接从«论语»文本的字面意思导出的,未能进一步揭示孔子天命观的思想内涵的深刻性.这

种解读占了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其共同之处是把对孔子天命观的研究置换为对其关于天地

鬼神之信仰的探讨,过多地纠缠于孔子“相信还是怀疑上天的神性”这个表层问题,不仅因为各执其

偏而莫衷一是,而且妨碍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的透彻解析.
第二种解读可以看作调和“唯物”与“唯心”的结果,它强调孔子的天涵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可分

解为自然之天(物质之天)、主宰之天、意志之天、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等③,因而孔子既是唯心的,又是

唯物的,既有开明的一面,又带着迷信的尾巴.这种看法貌似谨严,却什么也没有说明,反而伤害了

孔子思想的整体性和鲜活性.
第三种解读突出的是孔子之天的道德性,发端于徐复观先生,为众多新儒家后学所奉持.徐先

生认为孔子的“天命”即“天道”,表达的是“道德的普遍性、永恒性”,所谓“知天命”就是“从经验的积

累中,从实践的上达中,证知了道德的超经验性”.道德的这种超验性即人性内在之善的绝对性,因
而对孔子来说,“天乃进入到他生命的根源里面”,“这种生命与天命的连结,实际上是性与天命的连

结”,于是“天的要求,成为主体之性的要求”④.将天命与人性相贯通,实际上是思孟学派对孔子思想

在心性论这一极上的深化,违离了孔子所特有的内(心)外(现实)之间的协洽与平衡.徐先生离开孔

子思想与情感的真实世界而将一种逻辑上的潜在性无限发挥,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疑.
第四种解读在承认孔子的天是一个作为最高主宰的人格神的前提下,强调它对于个体生命的自

我成就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如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指出,“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

宗教上‘人格神’的意味从理上说,它是形上实体;从情上说,它是人格神”,并认为孔子对天既敬

且畏的归依是一种“超越的遥契”⑤,“从知天命而至畏天命,表示仁者的生命与超越者的关系”⑥.赵

法生先生则从终极性关怀的角度,强调孔子天命观的“宗教性面向”,指出孔子的天“依然是宗周的主

宰之天是一个决定着社会、自然与人生命运的至上神”,孔子的超越精神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和

心学化的内在超越不同,是一种“下学上达”的“中道的超越”,因而“知天命反映了人自身所具有的超

越性”⑦.这种解读看起来离真实的孔子最近,但实际上仍然差之千里,因为孔子是一个立足于大地

上的行道者,对他来说,高高在上的天是人间事务的监护与引领者,而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需要

全身心投向的唯一的源泉和归宿———孔子关注的不是向“无限的他者”的靠近,而是有关人之为人的

现世的关怀,仅仅用“宗教性信仰”、“超越性追求”来理解他的天命观,是一种过于西方化的解释.
孔子的天命观是孔子对西周以来“天命有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由于孔子的担当与开显,“天

命”由统治集团共同享有的权力合法性来源转变为君子个体自我挺立、自我确认的最终根据.在“天
命”的辉映下,“弘道”君子的崇高形象以人类整体性存在为背景挺立了起来.因此,研究孔子天命观

的意义,不在于作一个“唯物”或“唯心”的论断,也不在于为孔子思想确定一个“超越性”的原点,而在

于去揭示它对于以圣人为目标的新型人格理想的形成、对于以弘道为职志的新兴士人阶层的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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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的精神支持作用———而这正是推动中华文明在春秋以后爆炸式发展的深层枢机.

一、从以德承命到以德成命(明命):孔子对西周以来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

根据傅斯年的研究,“命”与“令”原本是一个字,义为发号施令①,所以“天命”本指作为主宰者的

“天”针对人间事务所作出的指示或安排,如«尚书召诰»就有“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诗
大雅大明»有“保右命尔,燮伐大商”,涉及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历史性事件,有施加的具体对象,因而

作为名词的“天命”就是指“上天的命令”.
为了给自己新生的政权找到一个绝对的合法性源泉,周初统治者把“天命”提升为一个政治神学

概念,特指“天”对“天下之统治权”的授予或加持.在周初文献如«尚书»、«诗经»和铜器铭文中,充斥

着“受天命”、“服天命”、“宅天命”、“配天命”、“坠天命”之类词汇,如«尚书康诰»有“亦惟助王宅天

命,作新民”以及“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召诰»有“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诗大雅文王»有“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盂鼎铭»有“不显文王,受天有大令”.
关于天命转移的根据,周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给出的答案是:敬德与否.“皇天无亲,惟

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引«周书»)是周初统治者的政治共识.基于这一共识,周人提出

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理念“天命有德”②,在统治者与“天”、“民”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

三角关系,使原来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直接对立,变成了大地向上

天、四周向中心、子民向君主的自觉归依③,从而为专制王权提供了不可置疑的合法性依据,并打上一

层民本主义的人文辉光,由此生发出了作为中华文明之主流的礼乐文教传统,成为孔子思想的源头.
“德”在甲骨文中写作“”、“”、“”等④,取“视道直行”之意,强调的是“看”的行为和“正”、“直”

的结果,故罗振玉认为“德,得也.卜辞中皆借为‘得失’字,视而有所得也”⑤.金文中加了个心字符,
写作“”、“”、“ ”⑥等,强调“德”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是得“事之宜”的“正确”的行为.根据什么判断

某种行为的正确与否呢? 周人认为有一个最高、最后的标准,那就是天意.作为万能的守护神,“上
天”的意志自然是现世生活准则的最高依据,是人类道德的最终源泉.由于上天是天下全体之利益

的监护者,对天下一视同仁,那些能“保民”、“为民主”的统治者,才能获得他的眷顾和福佑,所以有德

与否,最终落实到能否施惠于众、“怀保小民”,而能否惠保民众要看能否以恭谨、戒惧的态度克服种

种荒淫的本能冲动,忠于作为统治者的职守———“有德”意味着对感性自我严加裁制,过一种敬而且

畏的、负责任的生活.因而,一个有德的君子应该内外合一,文质彬彬———形式性的礼仪举止也是

“德”之体现.在«酒诰»篇中,周公告诫康叔要效法成汤、帝乙等殷代先王“御事厥棐有恭”,不要像纣

王“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诗大雅抑»有“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抑抑威仪,维德

之隅”.显然“威仪”即“敬德”、“慎德”之表征.«尚书召诰»有“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指出天子的德行显扬于威仪,展示天命的神圣与庄严,为万民瞻仰、取法,同时昭示于“临下有

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的“皇矣上帝”(«诗大雅皇矣»).
在西周统治者这里,德的标准是外在的,它的最终、最高依据在全能的至上神“天”或者“上帝”那

里.“德”成为获取和确证天命的凭据,“以德应命”、“以德承命”成为周初统治者基本的人生姿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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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因为人性是倾向于堕落的①,道德修为是一个艰难的无止境的过程,一旦不能“疾敬德”,就会

为天命所抛弃②.所以«尚书康诰»云:“唯命不于常.”上天是不可以一味依恃的,人所能依恃的只

能是自己的道德能力;天意体现于民心,统治安否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周初政教文献«尚书»中
充斥着“敬德”即勤政爱民以应天命的说教,如«尚书康诰»有“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诗大

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在告诫成王的«尚书无逸»篇中,周公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前

朝史事,讲述只有“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即关注民众疾苦,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享有天命的道

理.在他看来,商朝前期列帝像成汤、大戊、武丁以及祖甲等因为“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得到上天眷

顾,均在位数十年;商朝末代诸君如纣、武庚等“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结果

为天命所抛弃.因而,对周朝统治者来说,“敬德”带有献祭的意味:以精心修饬的行为作为“祭品”去
博求上帝的认同和好感.

在殷代,人们想像上帝通过甲骨上的裂纹传达旨意,占卜者因分享上帝的神圣性而成为其在人

间的代理人,占卜成为全部宗教生活的不可置疑的基础.上帝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人只能小心翼翼

地追寻他发出的指示和意图.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被圈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之内,人对世界的

谋划和担承———这些世俗道德的最重要的内容———被摒弃到一边.武王伐纣时曾历数商纣种种违

背道德的行为,如“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尚书牧

誓»)等,但当商王“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的时候,这些世俗的德行是无足轻重的.人作为道

德主体的能动性被封闭进上帝的神圣性里,使商末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腐败的耗散状态.
周人的“天”不再干涉具体琐碎的人间事务,而是以“鉴于上”的方式把世俗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他

的代理人,上天眷顾并托以重任的,是少数理解并执行天意的有德者.天人关系的这种转换,把人从

神的笼罩下解放出来,开启了后世知识分子进入世界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和方式:由修身齐家而

治国平天下.以周公之继承者自居的孔子正是继承、发展了西周统治者“以德应命”的精神遗产,通
过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将天命与个体自我的人生价值关联起来,为其后学确定了自我成就的方向与目

标:以德明命、以德成命,并使之成为那个以弘道为职志的新生的士人阶层精神力量的源泉.
与文武周公以德行应答天命相类似,孔子是通过“下学上达”去证知、担承和成就天命的③.孔子

强调的,是通过充分挖掘自身的学习能力,通过不断扩充自己的道德台基去接近上天.在孔子那里,
天命与其说是一种恩典的托付,还不如说是人与上天的互相确认:上天的意志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

就中实现自己,但它不是一种确然无疑的恩命;人通过时刻敬畏、戒惧的自我反思、自我校准去接近

它、领会它———天命其实是关于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它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去显明

和成就的.这种天命观为个体人生赋予了一种庄严感,使儒家君子在道德自立的根基上直接面对天

下,拥有了一种面向族类全体的视野和情怀.

二、行道者的困惑与自信:孔子对天命的寻证和思考

孔子的天仍然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宰之天.颜渊死,孔子痛呼“天丧予! 天丧予”(«论语先

进»);在«论语»中,«八佾»有“获罪于天”;«雍也»有“天厌之”;«子罕»有“欺天乎”.都说明孔子的

“天”是一个万能的人格神,他端居于人力难及的高处,慈祥而真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人类生存因

此注视而获得神圣性.天命顾名思义即上天的意志、上天赋予的使命.天的至公至能性使天命成为

人生价值的最终依据、最高标准,因为它的着眼点是人类整体性存在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孔子认为

一个君子应当知天命、敬畏天命,如«论语季氏»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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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尚书无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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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周初统治者关注的是自己族群的政治利益,而孔子则基于广大的人类视野和深远的历史意识.



言”.他称自己“五十而知天命”,把知天命看作经过非凡努力才能达到的人生境界和目标.所谓“知
天命”,就是理解自己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所担承的责任,理解自己作为个体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对孔子来说,天命的寻证是一种双向度的确认:根据自己的德性确认“我任天命”的可能;通过自

己的践行确认“天命在我”的必然.天命以其幽深的辉光照亮人之“道”,为个体的行动赋予行动的资

格和目标;人以其崇高的德行显明和实现天命,将天命系连于人间的现实.
在游历宋国时,孔子被桓魋围困,众人劝其回避,孔子自信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意为上天赋予我崇高的德性,我是他眷顾的选民,在我的使命完成之前,任何人都不

可能伤害我.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对“德”之来源和属性的陈述,把孔子看作一

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显然不符合其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因为这是孔子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化

表达,与其说是一个事实论断,还不如说是一种信念,表达的是对自己道德能力的自负.孔子还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塑造才得以完成的东西,人的本质只有在深入

传统的日常之“习”的磨砺中才能够获得其现实性———道德修为的过程就是“学”和“习”的过程.在

孔子看来,人是自我造就的而不是自然生成的,成为一个人(成人)意味着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

的统一,也即“内”与“外”的统一.
因此,“天生德于予”强调的其实是“德”对于天命的基础性:天命高深难问,人所能把握的只有自

己的“德”,只能通过“修德”去接近和开显天命.而作为君子的品性,孔子之“德”并非像康德的“道德

律令”一样内在自足,它必须见之于“行”,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中获得充实与确认①,所以修

“德”就是修“行”,就是在现实自我的展开和成长中遥契天命.孔子病重,弟子们张罗祷告鬼神之礼,
孔子拒绝,说:“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孔子是以亲身的高尚践行去博取神明关照的,为大众

求道的人生本是就是庄严的献祭.对孔子来说,知天命不是目的,只是成就自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

步骤或境界,通过德行的累积成就自我并成就他人,从而成就群体的福祉并进入族类的永恒,是人生

的圆成也即是天命的实现.
孔子以天命为诉求的修行不同于宗教圣徒的苦修,它是对人之为人的“道”的践履,因为天命不

在别处,天命就在人之“道”②的尽头.因为上天无私普照,对万物一体同仁,人间的至善如正义、公
平、和谐、发展等等,必定是上天的意愿———这种意愿经由圣人的承接下注于历史之中就是“斯文”的
延续、道统的转移,因而天命说到底就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人类固有的超越性向每一个自觉的个体提

出的必然性要求.在这种要求面前,任何人都不得不归心俯首.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强调自己“不怨

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在意义缺失的混乱时世,按照上天的意愿(即人类整体安

全、和谐发展的要求),以身作则引导大众走上人之为人的正道,使之过上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

活,这是仁人志士的职责,当然也就是他们所必须担承的天命.孔子曾因为“道之不行”而表示要“乘
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但同时又慨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

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正因为天下无道,才体现出道德君子所肩负之使命的重要性.凭

对“道”的理解和践行,孔子坚信自己是“导人于正道”的天命的承担者,因此他汲汲皇皇奔走求用,不
打算像长沮、桀溺一样避人逃世,也不愿如被弃不食的匏瓜一般高挂在虚空中③.

对每一个只有在群体的永恒里才能实现其价值的个体来说,“行道”是追寻天命的唯一方式,因
为“道”是群体共同走成的“路”,是个体归依于群体之永恒的不二之途.行“道”是一个自我裁制的、
艰难向上的人生历程,因而天命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显现去认证的东西,它闪烁在志道之士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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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学是为人之学、为己之学,他所说的“学而时习之”显然是在现实利益关系中,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色担当中,在
先王开创的斯文传统中的体悟与修习.

孔子平常所讲的“道”是“人道”而非“天道”,率领处在无意义的混乱中的世人走出一条人之“道”,这是孔子的志向和天命.
许多学者谈到孔子的“道”时直接等同于“天道”,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误解.

«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



独求索的过程中,呈现在得道君子自我圆成的高敞处.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孔子说:“吾十有

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为政»).所谓“志于学”,即确立了人生的信念、目标和理想,对做一个“人”有了明确的设想和规划;
“而立”指的是“立于礼”、“据于德”,有了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不惑”意味走上人之正道心志不移;
“知天命”指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处,理解了自己的局限性与可能性;“耳顺”则意味着主观情志渣滓化

尽,无陂不平;“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与天道合一,与万物同流.孔子用一生的实践告诉他的追随

者:天命的寻证过程,就是人道的坚守与开拓过程,天命是随着人生境界的提升而豁然呈现的———它

出现在行道者走出一己之私的局限而面对人类整体和伟大传统的庄严时刻.
因而天命出现的机缘不是个别化的历史事件———如神迹的突然降临或苦思冥想后的顿悟,而是

人类伟大整体在重要关头所内涵的必然性.当面对礼崩乐坏的世道而信心满满地宣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时,当面对文武周公开创的伟大传统而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

叹并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时,当面对滔滔而逝的河水而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慨叹时,当由

于举世“莫我知”而欲像上天那样“无言”时,当因为“不复梦见周公”①而黯然神伤时,孔子肯定有一种

天命在我的孤迥感和自豪感.«论语子罕»有:“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

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说,作为通于上天的先王

开创的文教传统,“斯文”是使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秩序根基和意义源泉,上天不让人类灭亡,就不会

使“斯文”沦丧,“斯文”的担承和弘扬者因此也会受到上天的眷顾而随处逢凶化吉.可见,天命能否

降临不在于出身是否高贵,也不在于信仰是否虔诚,而在于志业与担当能否达到应有的高度———对

孔子来说,天命本身不是终极关怀的对象,天命所在才是.
因此,在孔子这里,天命与其说是最高神灵的主观意志,不如说是一种有待于通过人的践行去显

现的至善;与其说是一种必然性,不如说是对这种必然性的信念②.孔子对天命的探寻,不是要确认

鬼神是否存在以及上天是否正在眷顾自己,而是要确认自己以弘道为职志的人生信念的价值及其现

实可能性.孔子对天命的寻证,表达的是孤独行道者困惑时的自信———对混乱时世中自己道德能力

的自信,以及自信处的困惑———对“道之不行”的现实境遇的困惑.看起来仍然拖着原始迷信尾巴的

孔子天命观带有与时俱进的革命性因素,它昭示的不仅是时人对最高主宰者的信仰,更是新生的知

识分子群体对人之为人的本质之善的信念,是行道君子之人格力量和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正是对

天命的觉知和思考,为新生的“士人”奠定了自我成就的内在根基,使这些由从旧体制析出的边缘性

分子变成自作主宰的新秩序建构的中坚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除“天命”外,孔子还经常提到“命”、“时命”,如«论语雍也»载:“伯牛有疾,子问

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宪问»篇有: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徐复观先生主张将«论语»中
的命与天命区别开来,认为其中“凡单言一个‘命’字的,皆指运命之命而言”.李景林先生亦认为“在
孔子那里,命运之命,只是表现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它似乎仅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③.
其实这种背离是由于个体存在的局限性决定的:对具体的行道者来说,天命表现为一种当下的或期

待中的指令,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与上天相沟通.然而,从人类存在的宏观视角看,它又表现为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为上天是万能的,巨细无遗,它的意志既历史地呈现又超越于历史,则
所谓必然性就仍然是天的意志的体现.«论语宪问»有“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

乎”,说明孔子感到在他的生命体验和天意之间,存在一种深邃的默契,但天命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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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林:«教养的本原»,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０页.



降临,是他所不能把握的,因此他才在寻证上天之眷顾的同时感叹天命的无情,坚持了“修身以俟之”
的立场和姿态———孔子之教,始于“下学上达”,终归于“君子自立其命”.

三、在性与天道之间:天命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因为很少涉及性与天道等形而上问题,孔子被很多学者视为一个伦理教育家而非哲学家,他的

学说也被看作一套倾向于行动的实用原理,而非内在自洽的理论体系.其实孔子并非只关注大地不

关注上天,并非对终极关怀置之漠然.正是关于天命的思考,在性、天道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互

通的立交桥,将孔子关于现实问题的思考搭挂在一个超越性的顶点上.
如果将孔子的思想体系比作一个以传统为依托,建构于虚无之上的斜拉桥,则“道”就是可以行

走的桥面;“义”是供行道者自我取正的“道”上的标志线;仁和礼是将桥面拉起的钢索;天命就是仁、
礼所系的桥塔———它高高指向上天,而根基深扎在人类整体的现实存在之中①.毫无疑问,天命观在

孔子思想体系中起一种支撑性的统帅作用.
孔子的道是人之为人之道,是在空虚和蛮荒中踏出的意义之路,是人之本质的规定性,走在这条

“道”上,人才成之为人,社会才成之为社会②.世界上本没有“道”,走的人多了,便成了“道”———道是

由个体“依于仁”的践行之迹共同踩出来的人类上进之路,践履的人越多,它便越坚实,越广阔,因此

孔子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道既是现实的又是潜在的,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

时性的,既是源于传统的意义结构,又是向未来敞开的无限可能性.
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③,“道”是思想见之于实践、个体见之于社会的实落处———孔子

关于道德君子成仁成圣的所有人生规划与安排都始于道又归于道.孔子认为,做一个君子应该“志
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为“道”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前提、途径和目标,要
成人必须先走上正道,通过“修德”、“践仁”而走出通向天命、通向群体之福祉的大道④.“道”使个体

归依与整体,将现实连接于永恒.作为人类整体之超越性的内在要求,天命即是“道”的指向和归趋

处.或者可以说,人类共同的“道”的要求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天命,因为人类永远在“道”上,而
“天命”总在前面的高处.

“德”是已经证得、修成的“道”,有德的人已经在“道”上.孔子称君子应“据于德”,是说“德”是
“弘道”的根基和凭依.孔子“以德明命”,德行积累得越多,脚下的“道”越宽广,“天命”的光照就离得

越近.
在孔子之前,“仁”早已作为一种人伦美德而受到重视,但孔子首先为它赋予了一种超越性的“人

道”价值,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最亮丽的概念.孔子把人看作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认为

“成人”是一个向外开放的过程,不仅有待于严格的自我裁制,而且有待于与他人的相互照明、相互扶

持———人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得到定义的.因此孔子称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
语雍也»).孔子还说“仁者爱人”,这种爱不是空泛的宗教徒的“博爱”,而是自然亲情的生发和扩

展,因而不仅是有等差的,而且是有人际亲和力的———它不是一种崇高的信念,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

行动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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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中的“智”和“信”这里没有提到,它们是对行道者主体之认识能力和交往姿态的要求.
«论语雍也»有“子曰:‘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斯道也!’”
关于什么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已经有太多的争论,不过主要争论还是围绕着“仁”和“礼”进行的,但笔者认为不论

是倾向于前者还是后者,对孔子思想之理解都是支离和局限于表面的.对孔子来说,“仁”和“礼”同样重要,都是人之本质的体现,都
是“行道”的前提和目的,并且是可以互相贯通的.

孔子没有直接讨论“仁”和“道”的关系,但«孟子尽心下»有“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以看作对孔子思想的阐释:
人按照人的方式去行动即“依于仁”(«论语述而»),就是合乎“道”的.孔子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天下

归仁即天下有道.



(«论语里仁»).可以说,“仁”是人性固有的一种温情和暖意,这种温情和暖意只有施之于他人才

获得实现,否则就只是孟子所谓的“善端”或“恻隐之心”而已.所以,与其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毋
宁说是使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人际关系方式和实践方式,故而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
颜渊»)克己复礼意味着通过对自我感性的剪裁和打磨,使我与他者相互接纳、相互兼容,亲密无间地

融进社会有机体之中———克己的过程,就是仁之德性相互接洽与同构的过程.显然,在孔子这里,仁
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相互敞开、相互成就的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整体

存在的超越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孔子的“仁”是历史地实现的人类整体性,“依于仁”的人生

姿态与立场,最终同样指向隐于高处的“天命”.
与“仁”相近并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圣”.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仁”就德性言,“圣”就能力言;

“仁”是一种意愿,“圣”是一种境界;“仁”是现实的尺度,“圣”是高悬的理想.倘若某个人走在“求仁”
路上了,即使仍然处在较低的层次,也可以针对其某种具体的作为称之为“仁人”(在这个意义上,“仁
人”指的是“有行仁之心的人”).“仁人”既是现实情境中的,也是理想境界中的.理想境界中的“仁
人”即终极的“成人”,便等同于“圣人”了.

如果说“仁”是主动接纳和扶持他者的意愿与能力,则礼就是使这种意愿和能力见之于实践的方

式与形式.礼不是纯粹外在的制度、规范,它同样是人之本质的体现①.«论语八佾»:“子曰:‘人而

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意为礼乐必须合乎、体现人之“道”,应当内在于“人”的生活之

中,而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装饰.孔子还说君子应当“立于礼”,称自己“三十而立”,显然把礼视为人

之为人的根基,离开了礼,一个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实现其价值———礼为人赋予了“人的形式”.正

如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指出的,“孔子思想的中心主题不是个体的‘充分发展’,而是人性在礼

仪行为中的充分展开”,“孔子并不谈论社会和个体.孔子谈论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并且,他发现人

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尊严和力量,这种尊严和力量来源于礼,同时也镶嵌在礼之

中”②.杜维明也指出,在孔子和儒家学说中,一个人如不经过“礼仪化”的过程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礼仪化也即是“人性化”③.

不仅如此,礼还是长期形成的,也需渊源久远的社会交往关系和协同机制.“克己复礼为仁”从
“礼”的角度理解,即强调成为一个“人”就是成为一种礼仪性存在,意味着消除一己存在中与他人相

抵触的因素,通过对他人恰如其当的关爱与尊重,在一种恰如其当的敞开中对接于作为人之类本质

的共享的礼仪网络,从而安顿(立于礼)并成就自己(立己立人,达己达人)④.
孔子力图以其亲身践履告诉人们,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礼是人之本质的外显并借

以实现的形式,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都反射着人道之光的庄严———“礼”在生活日

用之上建构了人类群体的永恒.«论语乡党»这样记载孔子入公门时的礼仪:“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

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现代人看起来简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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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学术界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孔子的历史意义之一,在于实现了礼仪这种外在规范的内在化,如李泽厚认为孔子“把
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

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页).
这种说法笔者认为是不严谨的,倘若是完全外在的东西如何内在化? 礼本来就有其人情的、心理的基础,孔子通过进一步发掘、充实

这种基础而将“礼”提升为人之存在的本质形式,从而将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于天命的神圣辉光.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８、７５页.
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页.
赫伯特芬格莱特亦有类似观点,可供参考,他说:“礼仪有力地显发出来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形式的和谐与完美、人际交

往的内在的、终极的庄严,它所显发出来的还有道德的完善,那种道德的完善蕴涵在自我目标的获得之中,而自我目标的获得,则是

通过将他人视为具有同样尊严的存在和礼仪活动中自由的合作者来实现的.此外,依礼而行就是完全向他人开放,因为礼仪是公共

的、共享的和透明的.”[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第１５页.



猥琐之嫌,但孔子践行起来却庄严无比.可以肯定,当他“没阶趋,翼如也”时,他飞翔在自己想象的

永恒里.
总之,在孔子这里,“仁”和“礼”是相互灌注、相互成就的: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精神.它们共

同凸显、成就了人之生命的超越性,使生命的意义得以显现并得以贯彻:使人成为自作主宰又相互扶

持的礼仪性存在,成为群体构成的意义网络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进入群体的永恒而沐浴在天命的

光照下.孔子对天命的寻证其实是一种终极性追问,只是终极关怀的对象不在头顶的天空里,而是

神圣的人类礼仪性存在本身,以及这一神圣存在所赖以存续的伟大文教传统.
对于“义”,孔子一直是作为一个现成的概念使用的,没有像对“仁”那样,从不同侧面去描述它的

内涵,说明“义”是一个远比“仁”更渊源久远的伦理规范.孔子把“义”看作是一种绝对性尺度,是行

道的标准,声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
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认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①,才能成就文质彬

彬的君子人格.总之“义”就是“合乎道义的”、适于“人之所宜的”.
因而孔子把行义看作“达道”的途径,如«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

矣,未见其人也.”如果说“仁”和“礼”是建构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的整体性人际关系网络的动力、结构

和机制,则“义”就是这个网络运行的规则和标准,它规定的是“我 他”之间相互作用之所“宜”.因

为人与人之间在本能上是倾向于相互侵犯的,“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严格的自我剪裁:通过对私己个

别性的裁制使“自我”适合并融入既定的礼仪秩序.
落到现实层面,则“义”就是“利”之取舍的准绳、“礼”之进退的依据.尽管孔子强调“行义”是发

自内心的要求———因为它源于“成人”即成为“君子”的自觉愿望,但提出这种要求的最终依据却是外

部的,那就是整体性的人类礼仪秩序以及隐于其上的神圣的人之“道”和天之“命”.
“知”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孔子这里,“知”与其说是个人性

的客观知识的获取,还不如说是对礼仪性人际网络内在的信息处理机制的切身把握.因为人是在历

史中形成的、文化网络中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原子实体,“知”对“自我”的建构就具有本体论意义.一

个人要“成人”,首先应该对自己的本性、环境、自己的局限性,对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对自我存在的

意义和价值等等,有所知.«论语尧曰»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
以知人也”.除了知命、知礼、知人这些最基本的“知”之外,更重要的“知”是知有所不为,即“知止”、
“知耻”、“知辱”等②.“知”的最高层次是“知天命”.

“信”是人际网络进行杂质清理以维持集体信用的手段.刘熙«释名»卷二:“信,申也.言以相申

束使不相违也.”③“信”意味着,“自我”与“自我”之间通过对共同信用机制的维护,保持信息传递的优

质高效,从而减少人际间的摩擦和内耗,最终建立起一种人生道义上的相互承诺关系.故而孔子说

“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他心目中那“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当然,儒家的“信”不单单是一种人为的相互作用机制,它也是天道的内

在属性.«论语阳货»有“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行有常,不言而信④.自我对他人

的道德信用承诺是基于对“天”的敬畏以及对“自我”的期许之上的,具有无比的庄严性.孔子把“信”
看作自我成就的一个重要前提,强调人如果没有信,就像大车无轮一样不能行走于世间:“人而无信,

７３１“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

①

②

③

④

分别见«论语»之«宪问»、«卫灵公»篇.
相对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儒家文化可称为是一种耻感文化.因为道德修养诉诸于个人的自觉,所以不“知耻”则不能保持

不断向上的动力.当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时,孔子回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耻”
在«论语»中出现了１７次.“耻”是一种随时随地的道德自觉,不仅是指品行砥砺上的自我鞭策,也意味着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警惧,即
通过恭敬从事免于耻辱.

刘熙著,任继昉汇校:«释名汇校»,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２页.
«礼记祭义»:“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故他把“恭、宽、信、敏、惠”看作

仁德的体现,日常以“文、行、忠、信”教育子弟①.作为一种人际信用机制,“信”以一种共振效应放大

着网络自我的道德能量,使个体感应在群体意念和神圣天道的韵律里,从而也强化着自我作为道德

主体的“信心”———儒家追求的君子人格即“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礼记表记»).
“敬”、“畏”是孔子教示子弟的基本人生态度.“敬”是“礼”自身内涵的精神②,也是儒家修身立命

的要诀.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
得思义”(«论语季氏»),“九思”全在一个“敬”字———一种一丝不苟的庄严态度.当子路问怎样才

能成为一个君子时,孔子回答:“修己以敬”(«论语宪问»);当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时,孔子回答: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

“敬”自然意味着有所“畏”③.在儒家看来,一切神秘和伟大之物都是可畏的:“不语乱力怪神”
(«论语述而»)是对绝对者的“畏”,“慎终追远”是对群体之永恒的“畏”,“君在,踧踖如也”(«论语
乡党»)是对权力的“畏”———«论语季氏»即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敬”而且“畏”的人生态度意味着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把当下的个别性存在安顿在一个属于群

体的、系于永恒的坚实基础上,使儒家君子的人生成了向绝对者的庄严献祭.
至于为政以德、治民先教、德行互补、礼乐相成等等有关社会治理的政策主张,则是孔子人(仁)

道思想在现实操作层面的落实.
以上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概貌.毫无疑问,正是天命观,将孔子在其他层面的思考统合在一起,使

之有了一个超越的指向和归系的极点,孔子思想因此不再仅仅是有关世俗伦理的教言,而有了立体

展开的潜在空间和逻辑可能性.陆九渊在论述儒家形而上思想的起点和展开时说:“夫子以仁发明

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④正是有了孔子的“下学上达”,人性为天命所照亮,
才有了思孟派人性、物性与天道的贯通,也才有了宋以后延续近千年的理学传统.

四、馀　论

很多人把孔子看作一个倾向于复古的保守主义者,这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一个面向过去的思想

家如何能开创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伟大学术传统,并且这个传统仍将在人类文明的创新中发

挥建设性作用? 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孔子是当时最具创新性、革命性的思想家⑤:他以理性的眼光

重新解说历史,显明、确立了儒家“以文化世”的礼教传统,成为塑造中华文明之性格和气质的主流因

素;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深刻影

响了其后中国历史的方向和进程.孔子“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

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了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

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同时,作为新生的士人阶层对

自己历史使命的自我确认、自我期许,它为君子人格的建树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支撑点,为孤独的

“行道”君子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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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分别见«论语»之«阳货»、«述而»篇.
«论语八佾»:“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朱熹曾强调:“诚只是一个实,敬只是一个畏.”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３页.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９８页.
孔子宣称自己“述而不作”,有人以此作为他复古保守的证据,其实这是孔子貌似谦虚的自负之辞:通过把自己描述为一个

伟大传统的转述人,使自己进入并据有历史,成为道统的担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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